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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

李玉洁

摘 要:在西方所主导的制度化环境话语体系下，环境问题被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然后各方致力于在资本主
义现有框架下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路径，而这一视域下的环境传播自兴起之时也被赋予“危机学科”的定位。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现代性哲学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
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应成为评价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

尺度。这就亟需建构“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实现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以展示中国环境传播话
语的科学内涵与文明特征，助力全球环境话语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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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国也将生态环境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要战略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它还是一个
有着巨大政治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引发了人类自然观念和自我意识的一次新启蒙、新革命［1］。因而，生
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展示了全球生态
治理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成为评价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尺度。而在西方所主导的
已经被制度化的环境话语体系下，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还停留在“中国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阶段，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中国的创
新发展理念存在误解。实际上，中国绿色发展是基于经典环境理论，融合中国生态智慧，并服务于本土环
保实践的创新探索成果。中国正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因此现阶段我们亟需形成“以中国
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环境传播话语，助力全球生态治理。

一、西方环境话语的固化与环境传播的“危机学科”定位

环境问题源自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时间早于我国，发达程度高于我国，历史上遭遇的环境问
题先于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也早于我国。因而西方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化的环境话语并在国际上占有主导
地位。几百年来，环境被置于厚重的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其意义系统也承受着不同话语的修辞
入侵和权力塑造，从而被赋予了丰富而多元的意义系统和话语框架。环境话语是环境传播的核心研究议
题和重要观测点，是承载话语分析的客体，更是环境传播实用和建构功能的实施本体［2］。因此，在西方环
境话语的影响下，20世纪 60年代起步的环境传播也形成了一种立足环境议题但又超越环境认知范畴的普
遍的社会观念和话语系统，从而塑造了其独特的学科定位。
环境话语主导着环境公共事务的走向，进而实质上决定着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整体而

言，如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所言，西方传统话语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
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另一种是悲观主义［3］。前者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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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支配自然和统治自然，这以工具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等观念为代表。在人与自然主客
二分的哲学思想支配下，现代科学及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这也为工业文明毫无顾忌地破坏环

境、征服和掠夺自然扫清了道路。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基于对早期乐观主义的矫正和批判，又出现了悲
观主义，这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自然观点的批判和托马斯·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提出的资源
匮乏、自然极限论为代表。但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这些观点的实质都是关于保存资本主义这一
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真正关于保护自然的争论。
沈承诚对西方生态场域的环境话语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存在四种环境话语: 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

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和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这四种环境话语包含着不同
的话语表达、行动主体、隐喻及修辞，而每一种环境话语均想创造一种排他性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建构主
流话语体系的主体。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即在维持资本主义既有的政治经济框架下寻找环境
问题的解决方案［4］。不管是生存极限主义提出的“承载极限”下对中央集权体制的拥护和对公民行动的
呼吁，还是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下的可持续性发展话语，抑或是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下的话语集，包

括深层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全球生态主义等多个流派，无一例外，区
别只在于应对方案的激烈或温和程度。
整体而言，西方环境话语把环境问题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然后进行归因分析，接着从伦理修辞、政

党规训、仪式话语和全球动员多个维度，探讨环境问题的消解，建构了包含环境问题性状话语、归因话语和
路径话语于一体的环境话语体系，而这一环境话语日益固化并且占据全球环境话语的主导地位［5］。
而在西方所主导的已经被制度化的环境话语体系下，环境传播在 20世纪 80 年代兴起之时，即被赋予

了“危机学科”的学科定位。当时，西方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这一学
科定位决定了其主要致力于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及解读，也包含致力于改善环境危机和加强环保

意识的伦理责任［6］。罗伯特·考克斯( Ｒobert Cox) 立足于保护生物学和癌症生物学的学科启示，将环境传
播定义为“一种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
曼( Niklas Luhmann) 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将“环境危机”界定为把握环境传播概念内涵的
核心话语。环境危机是连接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中介话语”，而且作为一种生产性话语形态再造了环
境传播的一系列关键议题［7］。约翰·德莱泽克( John Dryzek) 将环境传播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分别是生
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
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8］。这
九种类型可分别归入上文叙述的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
和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这四种环境话语之中。由此可见，西方视域下的环境传播将环境议题视作危机、
冲突、灾难，然后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探讨从各种路径来回应人类的生存危机和认知困境。
这些危机和困境却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系统，它自身必然会引起

危机，除非从源头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涵的环境价值观。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核心要素，
包括征服自然、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消费主义等，与生态环境本身就不可兼容。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
看，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本质上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

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全部生态问题的起源都应该追溯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
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现代规划。正如环境哲学家强调的，“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的”“二元论”的
西方世界观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要找到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办法，就需要世界观发生一次深刻的变

革［9］。这次深刻的变革要求改变“以人类为中心”“仅仅重视自然的经济价值”等西方固有的环境价值观，
这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历史性出场提供了重要机遇，而构建“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就成为
当务之急。

二、中国环境话语的历史性出场与文化基因

如果说生态环境危机是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文明未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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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个全新目标，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我国，建设“生态文
明的美丽中国”已被确立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已被纳入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被列为“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中的一位，可以说这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的提出表明构建中国环境话语出场的历史时机已经趋于成

熟，中国应该形成主体意识，建构自己的环境话语体系。
正如武心波所言，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走西方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道路，中国只是作为西方话语

体系和方法下的一个个案和一个研究对象，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逻辑来自我设计，自我打造，发

展自己［10］。而这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也同样如此，中国追随西方的道路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试错后终于找
到了正确的绿色发展方向，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逻辑，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自

己的道路，但这条道路还没有被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提炼和总结，以形成具有巨大解释力的话语体

系。因而，当前，我们需要有更强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将中国绿色的“发展优势”转化成全球生态治理
中的“话语优势”，向世界阐释和传播中国生态文明观、绿色发展等环境话语的深刻内涵、价值取向与独特
文化基因，从而打破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固化的西方结构性知识权力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既是对国际、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考

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近现代西方生态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
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话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维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结合自身现代
化实践所做出的理论推进和深化，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特质，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新

哲学形态。中国特色环境话语融会了经典环境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形成了具有自己
独特气质的文化基因。而文化基因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分歧点，也是形成东西方环境话语的各
自不同的逻辑起点。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曾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哲学判断: 一是西方文化更倾向

于斗争的哲学，竞争的商术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诠释，而有着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着儒教的宽容性和温和性，这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积极性质。二是他认为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成功应对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奇特能力，刚柔相济的哲学智慧是成功应战的民族灵

魂［11］。汤因比阐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被很好地应用到了今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传统生态
智慧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尊重
生命、兼爱万物的生命伦理观，中庸之道的生态实践观; 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观，道生万物、尊
道贵德的生态伦理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 佛教倡导的佛性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

观，慈悲为怀的生态实践观，等等。可以说，这些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突破了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观的局限，改变了人与自然冲突对立的局面，真正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向全球生态命运体展示了

中国智慧。但要想成功讲述中国生态智慧的故事，首先需要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

三、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

“以中国为方法”的提法来自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其倡导中国学术研究不仅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
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还要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其不再仅

仅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附庸而存在，而是让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
一种国际“尺度”或“标准”［12］。同样，环境话语和环境传播也需要将中国提到方法这一高度的哲学层面
来加以认识，因为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话语危机”，我们必须超越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环境话语和环境传播“危机学科”定位，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建构自己的绿色话语。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认为，人们想要享有话语权力，必须使自己成为建构主流话语的主体，或者
用自身认同的价值元素和叙事方式重组主流话语，因为主流话语往往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一种“知识
型构”。但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话语，而是一种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还会产生多
样的话语效果( discursive effect) ，能够带来话语自身、政府政策制定、机构设置等各个层面的改变［1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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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需要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促使这些话语产生良好的话语效果，与此同时推动环
境传播形成新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路径。
环境传播不仅是传播学科下面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样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不能仅仅

拘泥于西方“危机学科”的风险、冲突、灾难等“表层描述”，更应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传播沟通方式，因为
其存在的根本前提就是在一个主要由人类导致的环境危机时代，传播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环境传播不仅仅是报道和反映环境问题，而是要建构或促进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诸多西方环境传播学者也反思，他们认为主流的西方环境话语将自然与人类分离开来，这些学术研究

制造了文化、自然之间的障碍。环境传播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大都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沉默的对象、
一个静止的背景、一种经济资源，或者是人类利用改造的一个对象［14］。这是典型资本主义制度内涵的“人
类中心主义”“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经济思维主导”等价值导向所产生的环境传播话语，因而形成“以中
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必须跳出这些限制，实现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从而展示中国环境
传播话语的核心要义与文明特征。
一方面，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要实现关系维度的转向，即重申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

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有其产生的内在哲学根源，包括简单
的、排斥性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法、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个体主义价值观、经济理性至上、还原主义
方法论、工具主义自然观等等，因此在西方固有的现代性哲学下，资本主义国家意欲通过改变或者调整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生态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所主张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中
国建设”是全新的生态主张，强调走中国式的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的生态哲学基
础，包括: 人并不是最高存在者，大自然才具有绝对的主体性; 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 人类必须遵循自

然的规律，人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 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系统是无比复杂的，等

等。这一哲学转向赋予了中国环境话语新的思想内涵，从把握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出发，拒绝将
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置于对立的位置，强调在发展中尊重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统
一性，并且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另一方面，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环境传播话语要实现价值维度的转向，即话语所依赖的伦理立场。

唐纳尔·卡鲍尔( Donal Carbaugh) 认为环境传播应该回归到一门由伦理和价值驱动的学科［15］。当我们推
动中国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时，更应坚持这一信念。长期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恣意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与过于强调人类自身的价值无视或者否定生态价值有关的［16］。资本主义以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
点去看待整个自然界，认为自然界唯一的价值就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否认大自然自身的价值。这
一狭隘的价值取向导致传统环境传播也习惯将自然的价值简化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不仅限制公众

在道德层面的思考，也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中国环境话语超越了这一狭隘的价值取向，真正追求一
种绿色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除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外，同样重视自然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
价值和精神价值，以实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均衡多元价值体系。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三个重要论断，对此作了生动阐释和系统说
明，分别凸显了生态价值( 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 、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 生态优美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 、
其他多种价值( 当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时，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优先选择) 的重要性，真正试

图构建起人、自然与社会平衡的价值体系。需要强调的是，重视自然的经济价值无可厚非，强调绿色价值
取向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思维或者拒绝发展，而是因为经济价值与其他多种价值是互为因果关系和前提

条件的。只有充分考虑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等多种价值，才能保证经济价值的实现。
可以说，阐释清楚中国环境话语的哲学基础、思想内涵与价值取向，让世界知晓中国的世界使命和责

任担当，是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这些正是其他国家最为关心又容
易迷惑的地方，倘若不解决这些理论困惑，中国特色的环境话语就难获得国际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只
有在新的中国生态文明观和绿色价值取向指导下的环境传播，才能彻底扬弃西方传统环境传播的“危机学
科”定位，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研究路径和范式。
总之，当我们将各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传播现象还原追溯到最高的哲学与方法论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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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背后的深层体系与制度差异。西方的制度化环境话语体系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难以从根
源上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不能被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环境传播过程和绿色发展实践。相比之下，中国
特色环境话语实现了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

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是我
国在西方主导的环境话语体系下提出的创新成果，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传播与环境治理实践提供

了宝贵经验。当然，打造具有东方意蕴的中国环境传播话语，不仅要立足中国，也要以西方为镜，因为深刻
地认识西方的环境话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真正形成“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环境传播
话语体系，推动全球环境话语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 12) : 4－25．
［2］李娜，王梦．策略改造与隐性规训: 环境话语研究的学术版图［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 4) : 91－103．
［3］张佳．论大卫·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J］．山东社会科学，2016( 4) : 27－32．
［4］沈承诚．西方环境话语的类型学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4( 5) : 58－67．
［5］何修猛．西方环境话语的建构及启迪［J］．学理论，2018( 3) : 92－95．
［6］戴佳，曾繁旭，黄硕． 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5) : 154－160．
［7］刘涛．“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 ———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7) : 110－125．
［8］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 1938—2007) : 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 4) : 97－82．
［9］安妮克·赫德伦德－德维特．世界观及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争论的重大意义［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18
( 4) : 16－39．
［10］武心波．走“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中国道路［J］．中国战略报告，2016( 2) : 360－371．
［11］张雄，朱璐，徐德忠．历史的积极性质:“中国方案”出场的文化基因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 1) : 4－21．
［12］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J］．中国社会科学，2019( 10) : 77－97．
［13］Leipold S，Feindt P H，Winkel G，Keller Ｒ． Discours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Ｒevisited: Traditions，Trends，Per-

spectiv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2019，21 ( 5) : 445－463．
［14］Milstein T．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J］．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Inc，2009: 345－349．
［15］Carbaugh D． Quoting“the Environment”: Touchstones on Earth［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2007，1( 1) : 64－73．
［16］方世南．环境哲学视域内的生态价值与人类的价值取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8) : 19－23．

The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Construction: China as Method
LI Yujie

Abstract: Under the institutionalize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recog-
nized as crises and disasters and then all parties are committed to seeking a solu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ithi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apitalism，whil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s regarded as a crisis discipline since its emergence． The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uch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break through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and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of“anthropocentrism”embedded in the core tenets of capitalism，demonstrating the China＇ green polit-
ical thought as well as ec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hich should become a new standard of global ecological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that take China as method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show its special character，enrich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Key words: China as metho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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